
言交流，在慰藉心灵的同时为汉语在远方建立起一块小地区，也有利于更多

人了解汉语以及其背后承载的中华文化。

四．总结

总之，本篇对于入门者来说，的确是较为晦涩的，需要在阅读中反复回看、

仔细阅读校注等内容。之所以阅读短短几十页都十分困难，其一是因为我尚未系

统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其二是因为其中所举事例离我的日常遥远，如昔日罗马帝

国方言、法国地图集等，都是我知识范围之外的东西，因此我在学习每一个理论

的时候，都尽量试着用它去解释我平时生活中了解的现象。不过其中内容，倒是

为我打开了语言学的大门，在期间我得以窥见语言学研究的一些门派理论，知道

我将要学习什么，也算是有所收获。新时代的语言学研究是与地理、历史、社会

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的，我们要用跨学科的系统的整体性思维去思考研究，才能弥

补不足，不短完善学科理论，使其最终服务于人民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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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鲁燕 论索绪尔“语言的地理差异[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7,37(10):31-32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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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的逻辑结构

我们可以将语言学分为两种，一是对具体某种语言进行研究的，另一是寻求所有人类语

言的共同规律，也被称之为理论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探讨

的是在综合部分语言研究成果基础上得到的一般性规律。

绪论作为整本书的开篇有着奠基的作用，它虽然只是整本书的一小节，却以严谨的逻辑

与独到的见解深深吸引每一位刚阅读此书的人。

索绪尔首先对过往研究进行概括与分析，把学科史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语法学、

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索绪尔认为，从希腊一脉相承下来的语法学是对语言形式最表面的探

讨，忽视了语言的本质；讲求考订的语文学只是借助语言的知识去研究文献，根本目的不在

于语言，也有忽略了口语的弊端；比较语文学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但依旧“还没

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科学”。据书的脚注介绍，新语法学派把语言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期，

十九世纪以前是“科学前时期”，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后是“科学时期”，判断的核

心是学科是否独立，所以索绪尔使用的是一种与新语法学派同中有异的划分方法。不同之处

在于，在索绪尔看来，被新语法学派誉为“科学时期”的比较语文学犯了极大的一个错误，

他们既没有去“探索清楚它研究对象的性质”，也“从来不过问它所作的比较究竟意味着什

么”，所以“这个学派虽曾有过开辟一块丰饶的新田地的无可争辩的功绩，但还没有做到建

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在对学科史追流溯源的基础上，为回答以上问题，索绪尔很自然

地进入到下一个讨论。

无可置否，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学科，那什么是语言，语言学的任务是什么，它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又是什么。所以在接下来四章，索绪尔对语言学的材料、任务和对象进行了细致

的探讨。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研究既要试图重建每个语系的历史，又要寻求永恒且普遍起作用的一

般规律，正好能够与第三章所提出的“同时轴线”“连续轴线”1相呼应，体现了他思维方式

中横向与纵向的观察视野。几乎所有学科的概论（导论）在引出具体介绍前，都会将自身与

其他学科进行比较，以求明确语言学在科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概论也

不例外。索绪尔运用了多种对比，语言学同民族学、史前史，语言学同人类学，语言学同社

会学，语言学同社会心理学，语言学同生理学等。他所选择的对象都是有所缘由的，前四者

的对比为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造势2，语言学与生理学之间界限的探讨为语言符号的

任意性3铺垫。要想真正明确语言学，还需作者在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界定与阐述，于是便自

然而然地来到了整个绪论最精彩的部分。

在界定语言的过程中，首要难关便是语言和言语的关系4。因为语言活动会涉及到三个

层面，“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物理的”，如何恰如其分且明晰地界定研究对象并不是件

1 在第 118 页中，索绪尔提到“同时轴线”是涉及到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连续轴线”则涉及到同一

事物的变化，用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横向和纵向的观察视野。
2 《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在绪论的第五章
3 在第一编的第一章《语言符号的性质》
4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体现在绪论的第三章和第四章



容易的事情。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有限的材料和有限的规则组成的符号系统，言语是由这

个系统所不断产生的各种活动。这样一来，一下就把“社会的”与“个人的”，“主要的”与

“从属的”，“必然的”与“偶然的”区分开。索绪尔通过一个很细微却无比关键的切入口，

解决了语言学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的问题，也为语言学找到了它最终的归属——符号学。在进

行具体区分时，索绪尔提出了两个很具有前瞻性的设想，一是符号学在未来的开创，二是对

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区分，这两个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的提出为语言学找到了

最本质的所在。

其次，索绪尔还谈了文字、语音与语言的关系。在索绪尔之前，由于文学语言的介入，

文字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威望，很少有人会提到文字（手写的词）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索绪尔认为，因为语言是先于文字产生的，“没有文字，绝不会损害语言的保存”，并且

“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所以“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

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文字仅仅作为语言的一种表现而存在，语言是物体，文字只是关

于物体的照片。

最后，索绪尔介绍了他对文字的认识和音位学的见解，并对两者的关系做了剖析。他将

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站在历时的角度上讨论了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

情况。音位学是在生理上探讨语言的学问，又有语音生理学一称。音位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使

我们对书写的形式采取某种慎重态度”，既不会使正字法过于激进，陷入钻牛角尖的怪圈，

又能为我们订正文字作出贡献。

从语言学史、语言学到语言的定义，再从语言深入到文字与语音，整个叙述给予人一气

呵成之感，宛若环环相扣的铁圈紧密相缝，读完畅快淋漓。

二、中国汉字与索绪尔的“文字”

中国的语言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起初学界对文字的见解也如索绪尔想的一般，即文字仅

是语言的附属，但随着语言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文字真

的仅仅是语言的附属吗？

回到原文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首先将文字划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表

意文字的典型例子是汉字，而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

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索绪尔对文字所做出的论断是站立在

表音体系的角度。

从索绪尔对汉语的介绍中也可看出，单纯地把汉字放入索绪尔所讲的“文字”概念是有

失偏颇的。他这样说到，表意字和口说的词对于汉人都是表达观点的重要符号，文字已经成

为他们的第二语言。并且，汉语有很多同音字，当困惑于口头表达时可以通过书写的形式来

分辨，“不致象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既然索绪尔把汉字当做汉人的“第

二语言”，汉字在汉语中的地位明显不像文字在表音文字中的那么卑下，不是语言的附庸，

亦不是语言的照片式重现，而是在功能上有所分化的“语言”5。

与此同时，索绪尔还提到，“表意文字很容易变成混合的：某些表意字失去了它们原有

的价值，终于变成了表示孤立的声音的符号。”倘若细数汉字的流变，我们是可以看出汉字

存在符号化、表音化的倾向。譬如说象形字“须”，许慎解读为“面毛也”，字形是人的下巴

长了三根毛；又或者同为象形字的“眉”，解为“目上毛也”。这两个字在当今的简体字中，

与原来图画般的描绘已有些不同，但没有彻底地消灭意在文字的体现。汉字隶变与简体字的

使用，使得汉字的符号化大大加深，但笔者认为，我们这个喜爱“望文生义”的民族是不会

使得汉语演变成纯粹的表音文字。

5 因该处“语言”一词的使用不同于上文，特加引号以突出说明



我们在引进外来词的引进时，既有音译，亦有意译，这体现了汉语对现实发展的适应，

更体现了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坚持。

三、语言符号的社会性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索绪尔视野中的语言符号并非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正如他在第一编里说的那样，“一

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或许有的人会问，“那在我们

互联网时代，不是常常会因为一个人说了某个词，被赋予新意义的词就瞬间流行起来了吗，

这不算个人对语言符号的影响吗？”

问题中所涉及的情况并非是特例，的确是当今很频繁出现的一种情况。但从根本上说，

这并不算是个人对语言符号的影响。这种词语表面上是由个人提出的，实际上是借着群体的

认可才能在现实使用中大肆其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揶揄朋友时偶尔会为某些词语创造出

新的含义，可往往几天后就会被使用者置之脑后，不管不顾。又譬如古典文学中常出现的一

种写作手法——用典，被引用的典故起初可能是诗词中的某一句，因广为流传，才将该特定

语境中的意思赋予给该词，形成丰富的表达效果。

索绪尔所认为语言符号的社会性，从未彻底地脱离个体。他在绪论的第四章中这样评论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语言为人所理解，并产生

它的一切效果，必须由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因此，语言和言语

最大的划分就是，是否普遍地为社会所承认，当个人的言语在社会交流中广泛传播并获得认

可，才能成为改变语言的推动力。

在《社会共识的形成》6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一种主体间共识的视角，该理论分析视

角认为，文化既不存在于个体的知识当中，也不是完全超越于个人之外的存在，而是存在于

人们的沟通交流中。也就是说，从历史起源上看，个人的文化行为往往在社会的文化行为之

前，个人通过一对一的沟通，进行观点的交互，并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样的扩散方

式，逐渐形成集体共识，形成共同的社会表征，又反过来成为观点交互的桥梁。这样的一种

共识，从个人与个人的互动中来，却又不会被纯粹个人的互动所影响。我认为这种研究的视

角与索绪尔所定义的语言有极为相似之处，正是“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6 《社会共识的形成》，高文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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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四编分析了语言的差异性和时间流逝带给语言的

演化、语言的波浪传播等现象。香港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其许多语言与索绪尔中的理论有

共性，分析香港语言中的多语言并存现象、香港粤语与广州粤语的差异和香港粤语反向对广

州粤语的影响，可以验证索绪尔中“地理差的复杂性”和“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等

部分理论的正确性，也可以发现书中所没有提及的部分现象、原因。

【关键词】粤语；地理语言学；香港；广州；语言差异

因历史、地理原因，香港的语言有许多有趣的现象，有多种语言并存的现象，也有香港

粤语和广州粤语的许多差异以及香港粤语反向对广州粤语的影响。下面结合索绪尔《普通语

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试做分析，探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中第四编地理语言学的

合理性和香港话部分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香港多种语言的并存

索绪尔在第四编第二章中讨论了地理差异的复杂性，以南非等例子分析两种语言在同一

个地方并存而不相混的现象，书中说：“一种新来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

上。”“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民族群居杂处而它们的语言并不相混。”
[1]
香港是

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当地居民在历史上多为珠三角移民，因此把粤语带到了当地，但香港又

在 1840 年《南京条约》起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英语对香港的影响不可忽视，如今香港地

区的法定语是中文和英文，而地区政府的语文政策是两文三语，即书面上使用中文白话文和

英文、口语上使用广州话、普通话和英语。可以说，因殖民统治原因，香港出现了粤语、英

语两种语言并存的局面。

1997 年回归之前，香港日常生活及工作的语言有两种：粤语和英语。粤语是港人的母

语，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交际语言。而英语，尤其是它的书面形式，则是香港的白领阶层较

多使用的工作语言。所以粤语、英语的使用人数和场合有明显的分别：教育程度不高的蓝领

阶层使用粤语，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人士才能有效地使用英语；所谓双语者，只是一小部分

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港人。根据港人使用英语的人数和场合判断，英语（特别是口语）在香

港算不上大多数港人的第二语言，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以粤语为主，一般人不能有

效地使用英语跟外籍主管沟通。可以说英语在香港是一种“奢侈品”，不是“日用品”。
[2]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地区中文和英语两种语言在香港中的地位与索绪尔列举的现象有相似也

有所不同。语言重叠的现象在香港存在，并且并非绝对地混杂在一起。但这种分布并非按地

域分布，而更多是按“阶层”分布：与香港高层英国人沟通的港人和居住在香港的殖民者使

用英语，而大部分港人使用粤语，仅有部分港人是双语使用者。而如今回归后，殖民者离去，

香港的英语“单语使用者”减少，而更大程度上出现了内地使用的“普通话”的推广。可以

说，香港存在多种语言并存的现象是存在“强势语言”的，并非势均力敌的平衡局面。

二、香港粤语和广州粤语的差异

索绪尔在书中说“亲属语言的差异是可以观察得到的”，设想一个简单的理论情况，一

个语言原来流行于一个界限分明的地点，后来被殖民者带到另一个界限分明的地点，过了一

段时间，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语言会在词汇、语法和发音等方面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异。“这

些差别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如果认为那只是空间造成的，那就受了错觉的欺骗，实际上，语



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
[3]

在英国统治的一百五十年里，香港粤语受英语的影响，出现了对英语的直接引用，其中

发生的变化一直沿用至今，也是香港粤语如今与广州粤语不同的一大部分。对外来词的翻译

中，香港粤语口语出现了一种发音类似于英语但在广州地区并不常见的“广东口音英语”，

如“草莓—士多啤梨（strawberry）”“尺寸--sai si（size）”“维生素—维他命(Vitamin)”

“小卖部 --士多（store）”等等。广州粤语在普通话的系统上，加上广州话的读音来发音；

而香港粤语多用音译。而口头表达句子时，中英文混用的现象在香港更是常见，而广州粤语

较少使用如“帮我 delete 这份文件”“这台 show 几个人表演”等等。历史上香港曾被英国

殖民统治，而如今香港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商业气息浓厚，其文化也具有中西合

璧、灵活贯通的特点，翻译思想比较活跃，在处理外来词上，采用音译的方式更为直接易懂，

也更为方便迅速。

词汇方面，香港粤语出现如今广州粤语较少或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如“八月十五—屁股”

“冷气—空调”“幼儿园—幼稚园”等。现在广州粤语更多使用“空调、冰箱”来表达香港

粤语中的“冷气、雪柜”，而“冷气”更多指空调制冷时制造出来的冷气。此外，广州粤语

和香港粤语还出现了同形异义的一些词汇，如“地盘”在香港粤语中指建筑工地，在广州粤

语中与普通话中都指“势力范围”、“差人”在香港指警察，而在广州粤语中为“让某人做某

事”的动词等等。但“冷气、雪柜”等词仍然在部分老一辈广州人和部分普通话普及程度较

低的广府地区使用。由此可见，因内地统一推广使用普通话，在普通话体系下，一些粤语词

汇和一些词汇的用法已经在广州地区的年轻一代甚至更早已不再使用，但这部分词汇和用法

却在香港地区一直使用。最后，从詹伯慧先生的《广东粤方言概要》中论述，香港粤语也有

比广州粤语更“古”或更“旧”的例子，如广州人说“我礼拜六值夜班”香港人很少这样说，

他们一般说“我礼拜六当夜更”。
[4]

综上可见，在香港粤语和广州粤语中，两者有各自独特的词汇，同时有香港保留的“古”

词汇，也有香港粤语因殖民统治而产生的与广州粤语截然不同的口语表达方法和词汇，广州

粤语在普通话影响下也有词汇和用法的转变。索绪尔在《普通逻辑学》中强调语言发展变化

的时间因素，从广州粤语和香港粤语的差异看，时间因素是一个重要因素，英国在香港的统

治时间为 150 年，香港粤语就产生了音译词和粤语夹杂英语的使用方法，而内地推广普通话

以来部分词汇和用法的渐渐消失也论证了这一点，但从两地粤语产生差异的原因看，除时间

因素外，似乎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更是推动语言变化的一大原因，索绪尔的观点似乎还略

有欠缺。

三、香港粤语对附近地区语言产生的影响

索绪尔在书中说“我们不可能设想只有那被移植的语言才会发生变化，而原来的语言却

停止不动，跟它相反的情况也不是绝对不会发生。”
[5]
同样的，在内地普通话推广和香港受

英语的影响的同时，香港粤语对附近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世纪，香港

电影及电视剧在广东地区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同时传播了香港文化和香港粤语中部分词汇。

据朱永锴（1995）的研究，像“巴士”“派对”之类的英语借词使得港式粤语与广州话产生

差异。这些外来词先在英属部门的公职人员以及文化教育界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流行，渐渐

扩大，然后在一般市民中推广开来，如今的年轻一辈也因港片等因素觉得香港粤语亲切。有

些从英语借入的词，一般使用者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外来性质，像“砂纸”“花臣”之类。

有人回忆，小时候老人整天讲要读大学，争取拿张“砂纸”。那时以为大学毕业证书就如砂

纸，可以磨走困难，后来才知道“砂纸”的“砂”来自英语 certi fi cate 的第一个音节

cer-。再举一例，小时候调皮，老人就会说“呢个细路又搞乜花臣”，不是说小孩是“花哨

的大臣”，而是小孩搞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来自英语的 fashion（时髦），这个英语词的两

个音节分别对应粤语的“花臣”[fa55 sɐn21]。
[6]



可见，如索绪尔所论证的，被移植的地区所产生的变化的语言也会对移植区的语言产生

影响，但影响的因素索绪尔并没有详细论证，在这里反向的影响更多是由于文化的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时间、地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香港粤语产生

了多语言并存现象和与广州粤语的诸多不同，同时也对广州粤语产生了影响。索绪尔的部分

理论还有忽视社会因素等不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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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语言学》中“乡土根性”与“交际”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作用

2020 级汉基 1 班何沛琪

摘要：“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索绪尔在《普通

语言学教程》绪论的第五章中如是说。同时，他还在《地理语言学》一章节中提

到了“乡土根性”和“交际”。“乡土根性”是分立主义的精神，而“交际”是造

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力量。前者“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

统”，“交际”则是“乡土根性”的相反力量，它促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际”

有消极的作用，“每当创新在某地出现时，它立即加以扑灭，防止语言分裂为方

言。”也有积极作用，“它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

方言中许多表达都与某地区的风土人情有关，即索绪尔所言的“一个民族的

风俗习惯”。

在我国的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不乏运用方言进行创作的例子，这对应的是

“乡土根性”，是一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认同感；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不同方言

地区的人每天都能接触到其他方言地区的语言表达，各种方言相互影响、交融，

体现了“交际”的积极作用。

一、方言是区域习俗特色的载体

“地理上的分割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方言具有窥探由不同地

理环境导致的生活习惯、习俗上的差异的作用。

以粤语中的广州话为例，广州话中许多表达都体现出广东地区的地理特点、

饮食习惯。

珠三角地区的人用“冲凉”表示一般意义的“洗澡”，这与广东夏季湿热的

气候有关，人们喜欢在夏季用温度较低的水洗澡。“‘冲’的结果是‘凉’......这
个命名突出了这种行为在独特的亚热带地理气候环境下的专门功能。”除此之外，

广州话中会用“掂过碌蔗”字面意思是比甘蔗还直，实际上是用来表示事情进展

得很顺利。广州所处的珠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前曾是糖料作物甘蔗的大规模种植

地，“蔗”出现在方言中，与广东适合种植甘蔗的气候有关。

“生块叉烧好过生你”是许多广府话地区的家长都会对孩子说的话，意思是

责备孩子不省心。“叉烧”是广东特色美食，这样的语言表达体现了区域的饮食

习惯。与之相似的还有广州话訾语“你条粉肠”，粉肠同为粤式菜品。“成条梅菜

紧”，意思是形容某种质地软的东西如衣服、被子因长久不整理而肮脏、皱皱巴

巴。梅菜是广东惠州、梅州的特产，梅菜更是岭南三大名菜之一。

方言中承载着当地的地理特色、饮食习惯，带有浓厚的地域特点，是语言“乡

土根性”在语言表达内容上的一种体现。

二、“乡土根性”在运用方言进行文艺创作中的体现与意义

索契尔认为语言的“乡土根性”是某个地区的人对该地区传统的一种认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乡土根性”可以被赋予更多的含义。例如，方言的应用不一

定如索契尔所言有着“分立精神”的生硬内涵，人们使用方言，往往是将自己对

于某个地区特殊的情结寄托在方言上，在使用方言的过程中体会这种情感，而非

出于与其他方言的对立。

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大量运用方言进行创作的作品。这些方言的运用都体现



了作者对于某地区的特殊情感，对展示书中故事背景、人物形象，都具有重要作

用；同时，由于方言作品的出现，使得文学创作还承担了语言记录的作用。

“《红楼梦》语言当以北京话为主，且拥有一定数量的江淮苏北方言、南京

话，同时，又杂有少量的吴语方言。”沈新林在《<红楼梦>中的吴语方言》中提

到，通过分析《红楼梦》中各种方言的运用，可以推断出作者的语言使用习惯，

从而为推测作品创作时间、作者身份、生平提供有力证据。同时，他还提出方言

的运用丰富了人物形象，“林黛玉唱《葬花吟》，操一口吴侬软语，不仅暗示她是

一位苏州出生的散发着芳草美人气息的姑娘，而且更见其江南才女独特的风韵。”

当人物与某种方言联系在一起时，读者会把方言背后带有的地域特点赋予在人物

身上，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具体生动。

此外，《红楼梦》中的南京话，还蕴含着曹雪芹对故居南京的追忆。即语言

的使用包含着乡土情怀。

曹家被抄家前曹雪芹便住在南京，他在南京，过着跟书中贾宝玉一般富贵公

子的生活。南京话是曹雪芹幼时接触得最多的语言，是索绪尔所言“一个人在他

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十分顽强”的语言习惯。

作《红楼梦》时曹雪芹已在北京生活多年，书中人物对话中除了北京方言，

还有大量南京方言，可见年少时在南京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南

京话的执着，实际上是曹雪芹对南京这个地方的执着。于曹雪芹而言，南京代表

了一个家族最繁华的过往、代表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红楼梦》创作中方言的运用，为红学界研究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材料，

丰富了人物形象，同时寄托了曹雪芹对故居与年少时光的追念、回味，是语言“乡

土根性”的体现。

除了曹雪芹，张爱玲也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合肥方言。在《论张爱玲小说中合

肥方言的应用》一文中，作者举例了大量张爱玲书中出现的合肥方言，认为这“从

根本上满足她心理对于故乡的追寻”、“让张爱玲......从深深的追忆中获得‘家’

的团聚和重逢，让她的生命‘寻根’更加具有意义......”合肥方言的使用，是张

爱玲对故乡的追溯，是她“寻根”的助力。

心理学上有“语言依赖效应”，这种记忆依赖效应多见于双语使用者的记忆

中。“用一种语言有时比用另一种语言能回忆出事件的更多细节；用一种语言回

忆不出的事件可在另一种语言情境下回忆出来。”这拓展到语言学上，可以理解

为使用某种语言有利于触发使用者的特定记忆。

曹雪芹和张爱玲都有着坎坷飘零的身世，在写作中运用方言，有助于使他们

回忆起个人经历中的细节，从而更好地将真实人物、真实故事融入到写作中去，

使文学作品更加真实、富有感染力和个人特色。

无论是曹雪芹还是张爱玲，方言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创作的工具。让他们难

以割舍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背后一个地区、一段回忆给他们带来的情怀。

“乡土根性”体现在他们身上，已远远不是忠于、认同一个语言共同体的传统那

样简单，而是赋予了这个语言共同体承载个人记忆、情感的使命。可以说，“乡

土情怀”是支撑“乡土根性”的一种力量。

而除了“乡土情怀”，地域文化认同也是语言“乡土根性”的重要支撑。地

域文化认同表现为群体对于特定区域文化、习俗的拥护、赞同、归属感。

“乡土根性”具有“分立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地区人群由于地理

原因乃至历史渊源，难以对其他地域的文化产生共鸣与认同，而只能固守于本地

的文化习俗。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更倾向于使用自己认同感更强的方言。



例如，暨南大学的港澳外招生，彼此之间习惯用广府话交流。内招生与外招

生的求学经历、家庭、文化背景差别较大，且内外招学生一般分开上课，因此外

招生更倾向于与自己文化背景相似的同学交往，他们对于与自己使用相同语言的

人有种亲切感。广府话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对应的，是相似

的学习成长经历和一国两制的地域文化背景。语言的“乡土根性”体现在他们身

上，是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对粤语语言文化认同。

又如粤方言影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七十二家房客》等，剧中人物使用

粤语对话的背后，是广府文化、风俗的体现和输出。张先亮、王敏提出：“方言

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语音、词汇与语法体现着地方民俗风情和价值观念。”

粤方言地区的人喜爱这些影视剧，是因为剧中的粤语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价值

观念与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相符合，他们能够在剧中找到强烈的文化共鸣、文

化认同。

综上所述，方言在文学创作中有利于增强文学作品的魅力。语言承载的“乡

土情怀”与地域文化认同支撑着语言的“乡土根性”。

三、“交际”的积极作用在互联网时代的体现、影响

索绪尔在书中用“波浪”来描述语言交际的积极作用，即语言事实像波浪一

样从某处放射扩散蔓延到另一处。他提出要区分语言创新的故乡和语言蔓延的区

域。对于语言的蔓延，他认为是一种语言“对邻区土语的模仿”。

索绪尔提到的在语言在接受传播和创新中进行统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个

漫长的过程。而当视野聚焦于整个地域广阔、方言种类繁多的中国，这种“统一”

无异于天方夜谭。在中国，“交际”的积极作用与其说是“统一”，倒不如说是在

保留各方言特点的前提下各种方言之间的相互融合、渗透。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来自不同地区的各种方言表述能够以文字、视频等形

式轻而易举地进入人们的视线，已经不再是索绪尔所处时代那样语言要如波浪一

样缓慢相互传播、渗透。各种方言依托互联网得到传播，互联网提高了人们对其

他地区方言的包容度，人们甚至不排斥把其他地区的方言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中，这在网络用语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某些方言表达会在交际过程中因表达情境生动、表达主体的个人特色等在网

络上流行。例如“猴赛雷”（粤语广府话的好犀利）、“黑凤梨”（粤语的喜欢你）、

“泥奏凯”（河南话的你走开）、“蓝瘦香菇”（广西话的难受想哭），“恰饭”（赣

语、湘语、湖北方言、西南官话中表述"吃饭"的意思）等都曾在网络上盛行。这

种现象对应的是索绪尔提及的“模仿”，体现了人们对于其他方言的接纳和包容。

这固然算得上是一种“语言的创新”，但这种“交际”带来的更多是戏谑、嘲弄

方言造成的对标准共同语的冲击、渗透。

方言与共同语之间并非对立，但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披着方言外表的网络用

语却污染着共同语，给共同语的普及、规范带来一定阻碍。

综上，互联网时代的“交际”往往具有包容性，带来语言上的“创新”；但

这种“创新”却大部分体现在网络用语上，不利于共同语的纯净。我们需要警惕

这种语言的变化，提高对共同语的敬畏，加强对共同语的规范。

四、总结

方言俗语中反映出不同的区域特色，是语言“乡土根性”的一种体现。文艺创

作中方言的使用，承载了创作者的乡土情怀，丰富了语言”乡土根性“的内涵，

赋予了“乡土根性”寄托个人对特定地区特殊情怀的使命。“乡土根性”具有的

“分立精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某个群体对所处地区文化的认同感、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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